
数据误差的调整效果的评估

———对杨舸和王广州商榷文章的再商榷

李春玲

提要:本文是针对杨舸和王广州的《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误用与改进》
所提出的商榷意见的回应。基于杨文对人口普查和抽样调查数据匹配所产
生的选择性偏差的讨论分析以及数据再检验结果，作者对于调整数据偏差方

法及其效果进行了详细分析和数据论证，其结论是:杨文提出的商榷意见没

有得到数据分析的支持，同时，杨文所采用的调整偏差的方法也不能有效地

估计和解决作者相关研究的选择性偏差问题。
关键词:人口匹配数据 选择性偏差 偏差调整

笔者在《社会学研究》2010 年第 3 期上发表了《高等教育扩张与教
育机会不平等———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》一文(以下简称李
文)，此项研究采用了国家统计局 2005 年 1%人口抽样调查的父子匹
配数据，对大学扩招前后的高等教育不平等变化趋势做了系统考查。
杨舸和王广州撰写了《户内人口匹配数据的误用与改进》一文(以下简
称杨文)，对于本人所采用的数据的“选择性偏差”及其对分析结论的
影响，提出了一些商榷意见，本文在此针对这些商榷意见做出回应。

一、杨文的主要论点及其商榷意见

杨文指出，由人口抽样调查原始数据中产生的户内人口匹配数据

存在着选择性偏差，选择性偏差会影响数据分析的结果，因此需要对匹

配数据进行调整处理，以减少选择性偏差，从而使数据分析结论更加可

靠。杨文以李文为例，用调整处理后的匹配数据(加权数据和再抽样
数据)的分析结果与李文的分析结果进行对比，期望能够发现分析结

果的差异，以此证明选择性偏差对李文的研究结果产生了影响(第一

个商榷)。不过，最终的数据对比发现，杨文调整后数据的分析结论与
李文的结论基本一致，即杨文所提出的选择性偏差并未对李文的主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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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论产生多大影响。这也就是说，杨文提出了商榷问题，但未能充分证
实这一问题的存在。另外，杨文对李文的匹配数据的质量也提出了商
榷(第二个商榷):匹配程序的不同导致了匹配数据的样本数量的差

异，这可能影响数据的可靠性从而也可能影响研究结论。然而，同样
地，杨文也只是提出商榷问题，但未能证实这一问题，因为李文的匹配

数据的相关变量的比例分布及其分析结果与杨文匹配数据基本一致。
第二个商榷不是方法问题，与选择性偏差无关，它只是一个数据处理的

技巧问题，因此不是本文回应的重点，而只是顺带加以说明。本文重点
回应的是第一个商榷，即选择性偏差是否影响了李文的主要结论。

二、选择性偏差对李文结论的影响有多大

李文采用两组模型来分析高等教育机会的不平等，第一组模型是

考查大学扩招前后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城乡差异、阶级差异、性别差异和
民族差异，第二组模型是比较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的上述差异。杨文
采用了三个数据———重构数据(未调整的匹配数据)、加权数据(调整
后匹配数据)和再抽样数据(调整后匹配数据)———对两组模型进行重
新检验，以此评估选择性偏差对李文结论有多大影响。
表 1 列出了李文数据分析结果与杨文三个数据的分析结果的比

较。杨文重构数据是未调整的匹配数据，即未考虑选择性偏差的问题。
杨文把重构数据与李文数据进行对比，其目的是想证明李文的匹配数

据的可靠性较差(第二个商榷)，因为两个数据的样本量差距很大。①

然而，表 1 显示两个数据得出的结论可以说相当一致。惟一明显的差
异是第二组模型的“父亲月收入”回归系数，李文数据显示“父亲月收
入”对大学专科机会的影响大于大学本科，而杨文数据则相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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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杨文匹配数据样本数量为 95075，李文匹配数据的样本数量仅为 19615。其原因是，为了
简化匹配程序和减少工作量，李文仅对家庭户中排列前六位的“户主与父亲”和“户主与
子女”进行配对，实际配对成功的样本数量远少于杨文;另外，在对成功配对的样本进行
数据清理过程中又删除了大约 1 /3 的样本，其中 27%的样本是因缺少父亲相关信息(主
要是职业和收入)而被删除，另外被删除的样本是因为个人信息相互矛盾，这样做的目的

是为了提高数据信息的准确可靠。由于匹配处理程序的不同，李文最终匹配数据的样本
量远远少于杨文数据。根据以往同类研究的经验，样本数在 10000 左右就足以进行此项
研究。



表 1 李文结论与杨文数据分析结果的对比①

结论
李文数据

(N =19615)
杨文重构数据

(N =95075)
杨文再抽样数据

(N =25376)
杨文加权数据

(N =95075)

城
乡
不
平
等

1)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
会存在比较大程度的不

平等;

2)大学扩招后上述城乡不
平等进一步扩大;

3)大学本科机会的城乡不
平等大于大学专科;

4)大学扩招后本科和专科
的城乡不平等都没有下降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阶
级
不
平
等

1)存在明显的阶级不平等，
即父亲的职业、教育程度和
收入都影响了子女的高等教

育机会;

2)大学扩招后阶级不平等
没有下降，即父亲的职业、教
育程度和收入的影响都没有

下降

3)大学本科与大学专科相
比较，父亲职业对大学本科

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大学专

科，父亲教育程度对两者影

响接近，父亲收入对大学专

科教育机会的影响大于大学

本科;

4)大学扩招后，大学本科和
专科的阶级不平等没有下降

支持

基本支持

父亲教育的影响

有极微小的下

降，其 他 结 果

相同

部分支持

父亲收入对大本

的影响大于大

专，其 他 结 果

相同

基本支持

父亲教育的影响

有极微小的下

降，其 他 结 果

相同

支持

基本支持

父亲教育的影响

有极微小的下

降，其 他 结 果

相同

部分支持

父亲收入对大本

科的影响大于大

专，其 他 结 果

相同

支持

支持

部分支持

父亲职业的影

响明显下降，父

亲教育的影响

有极微小的下

降，其他结果

相同

部分支持

父亲收入对大

本的影响大于

大专，其他结果

相同

基本支持

父亲教育的影

响有极微小的

下降，其他结果

相同

性
别
不
平
等

1)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性别
差异，在同等条件下(相同

家庭背景、户口和民族)，女
性上大学机会多于男性;

2)大学扩招后性别差异没
有变化

支持

支持

不支持

没有性别差异

支持

不支持

男性机会多于

女性

不支持

性 别 差 异 缩

小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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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杨文提交给《社会学研究》编辑部的第一稿列出了重构数据、加权数据和再抽样数据的
两组模型的回归系数表，本文表 1 是基于杨文第一稿的回归系数表归纳的数据结论，本
期刊发的杨文删减了再抽样数据的回归系数表，只保留了重构数据和加权数据的回归系

数表，再抽样数据的分析结果以文字方式表述。



续表 1

结论
李文数据

(N =19615)
杨文重构数据

(N =95075)
杨文再抽样数据

(N =25376)
杨文加权数据

(N =95075)

民
族
不
平
等

1)高等教育机会存在民族
差异，汉族机会多于少数

民族;

2)大学扩招后民族差异没
有减少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支持

不支持

民 族 差 异 缩

小了

另一处差异则几乎可以说是不算差异，李文数据显示大学扩招后

父亲教育程度的影响没有变化，而杨文数据则显示其影响有所下降，但

由于系数的 Exp(B)接近于 1(0. 96)，表明其下降幅度极小。此外，杨
文声称其模型的某些回归系数比李文的相应系数大一些或小一些，这

应该属于正常现象。从事数据分析的研究者都知道，即使是从同样的
一个总体中抽取出两个代表性相同的数据，其系数也会出现或大或小

的波动。
杨文的加权数据和再抽样数据是调整后匹配数据，即对选择性偏

差进行了调整处理的数据，杨文列出这两个数据的模型再检验的目的

是为了论证选择性偏差对李文结论产生了影响(第一个商榷)。杨文
认为，选择性偏差最可能的影响是夸大城乡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不平

等，如果这一观点得到证实，的确会对李文的研究结果构成根本性的挑

战，因为李文的最主要的结论是:城乡之间存在着较大程度的不平等，

而大学扩招后城乡之间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。然而，数据对比结果显
示，杨文数据分析结果完全支持李文结论，而且两者对城乡差异的估计

及其扩大程度(回归系数)几乎完全一致。李文估计，城市人上大学的
机会是农村人的 3. 4 倍，而扩招后差距拉大到 5. 3 倍;杨文再抽样数据
的相应估计是 3. 4 倍和 5. 2 倍，杨文加权数据的相应估计是 3. 9 倍和
5. 5 倍。杨文提出的选择性偏差对李文分析结论可能产生的最主要影
响没有得到数据证实。
除了城乡差距的估计以外，李文的大部分结论获得了杨文加权数

据和再抽样数据的支持，而且大部分的回归系数较为接近。当然，杨文
的调整后数据分析结果在个别方面与李文数据有所不同，但是，无法解

释的是，杨文所提供的两个调整后数据(加权数据和再抽样数据)的分

析结果不一致。虽然这两个数据采用的调整策略不同———一个用加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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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方式而另一个用再抽样的方式，但缩减偏差的调整原则是一致

的———都是通过调整“子女的性别、户口身份、年龄、受教育程度、是否
流动和婚姻”6 个变量的分布比例来达到减少选择性偏差的目的，因为
杨文认为匹配数据在上述 6 个方面存在选择性偏差并影响分析结果。
从理论上来说———同时也按照杨文的推论逻辑来说，如果未调整数据
因上述偏差而导致了错误结论，那么调整后数据(加权数据与再抽样

数据)会因上述偏差的调整而纠正错误结论，其结果应该是这两个调

整后数据与未调整数据(李文的数据和杨文重构数据)之间的差异是

相同的。然而，这两个调整后数据与未调整数据的差异有明显不同。
再抽样数据的分析结果与杨文的重构数据(未调整数据)的结果可以

说是完全一致(除了“性别”回归系数略有变化)，也与李文数据差异极
小。这也就是说，单就再抽样数据本身来看，减少选择性偏差的调整基
本上未能改变原有结论，或者也可说，杨文所提出的 6 个方面的选择性
偏差对李文数据分析结果没有明显影响。
与再抽样数据相比较，加权数据与李文数据和杨文重构数据的差

异则要多一些。其主要的差异表现在三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———“父
亲职业”、“性别”和“民族”与“年龄组”的交互项，杨文的再抽样数据、
重构数据和李文数据的这三个交互项的回归系数都是不显著的(即扩

招后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、民族差异以及父亲职业对上大学机会的影
响都没有变化)，而只有杨文加权数据的这三个回归系数是显著的(即

扩招后高等教育的性别差异、民族差异以及父亲职业对上大学机会的
影响有所下降)。杨文数据的这一结果的确与李文数据(同时也与杨
文再抽样数据和重构数据)差异明显，这一差异是由于选择性偏差导

致的吗? 如果是的话，为什么再抽样数据没有得出同样的结果? 杨文

解释说，这是因为样本规模的原因，再抽样数据样本数量小(25376)，
而加权数据样本数量大(95075)。笔者完全同意杨文的这个解释，交
互项的显著水平容易受到样本数量的影响。然而，顺着这个解释我们
得出的结论是，导致杨文加权数据的分析结果与李文数据分析结果的

最大差别的原因，是由于样本规模不同(李文数据的样本规模与杨文

再抽样数据接近)，而不是由于杨文所说的选择性偏差。样本规模大
是否必然减少选择性偏差? 答案是否定的，这两者之间缺乏必然联系。
大样本数据的分析结论是否必然比小样本数据的结论更可靠，这也未

必。样本规模增大是会减少随机误差，但会增加系统误差，哪个结论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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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靠，还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。与有关教育不平等的同类研究(采
取类似分析模型的研究)相比较，李文数据和杨文再抽样数据的样本

规模应该是比较大的，一般来说，不会因为样本规模而影响结论的稳定

性。在实际的数据分析工作中，样本数量非常庞大可能会导致原来不
显著的系数变得显著，但由此获得的结论不一定可靠，还需要参考其他

数据的分析结果来判断其结论是否与现实相符。在本项研究中，李文
数据、杨文重构数据和再抽样数据都显示，大学扩招后高等教育机会的
阶级不平等、性别差异和民族差异没有明显减少，而仅有杨文加权数据
得出的结论是上述不平等有所下降，在这种情况下，我们不能肯定地

说，加权数据的结论比其他三个数据更可靠。
杨文加权数据分析结果与李文数据(以及杨文重构数据和再抽样

数据)的另一个明显差异是对高等教育机会的性别差异的估计。李文
数据和杨文重构数据的结论是:在同等条件下(相同家庭背景、户口和
民族)，女性上大学的可能性高于男性。杨文认为这一结论不合常理，
这是由于匹配数据的性别偏误导致了这一错误结论，而加权数据纠正

了这一错误，其结论是，在相同条件下，男性上大学的可能性高于女性。
杨文认为加权数据的结论更符合常理，笔者对此不太认同。如果我们
分析的是所有人口的高等教育机会，较为合理的结论应该是男性上大

学的可能性高于女性。但是，在青年人口(本研究的分析对象)当中，
男女上大学的机率较为接近，而家庭背景对女性上大学机会的影响大

于男性，在控制了家庭背景及相关变量的情况下，男性上大学的可能性

高于女性或低于女性并无定论，模型加入不同的控制变量会产生不同

的结论。因此，并不能根据所谓的常理确定加权数据的结果更为正确。
另外，李文已经指出，2005 年 1%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身存在明显的性
别误差(女性比例偏高)，而匹配数据又存在反方向的性别偏差(男性

比例偏高)，性别偏误又与年龄和教育水平之间存在交叉偏误，如此复

杂的与性别相关的误差，使这一数据不太适用于准确估计高等教育机

会的性别差异。表 1 也显示出四个数据对性别差异的估计最为不稳
定，结论各不相同，加权数据结论不仅与李文数据和杨文重构数据不

同，而且也与再抽样数据不同。因此，笔者认为，杨文依此论证选择性
偏差的影响不太合适。
基于上述四种数据分析结论的对比，笔者对杨文提出的选择性偏

差问题的商榷(第一个商榷)做下述几点总结性回应:第一，杨文数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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支持李文数据的主要结论和大部分的结论，这说明杨文所提出的选择

性偏差并未对李文结论产生明显影响;第二，杨文数据与李文数据分析

结果存在的差异并非是选择性偏差导致的，而是由于其他因素导致的;

第三，对于杨文数据与李文数据的结论差异，没有充分证据说明杨文的

结论比李文更可靠;第四，因加权数据与李文数据分析结果差异更大而

认为加权数据更可靠，杨文的这一做法不够科学严谨。另外，李文数据
与杨文重构数据和再抽样数据的大部分结论相同并且回归系数相似，

说明杨文提出的第二个商榷(李文数据匹配程序有误而可能导致结论

错误)不成立。

三、为什么杨文不能证实选择性偏差的影响

杨文指出各类户内匹配数据存在选择性偏差，这些偏差可能会对

数据分析结果产生影响，对此笔者十分赞同。杨文进一步提出需要对
匹配数据进行调整处理以减少选择性偏差，从而纠正匹配数据的选择

性偏差所导致的错误结论，对此笔者也十分认同。但是，为什么杨文的
数据再检验未能证明选择性偏差对分析结论的影响，调整后数据也未

能有效地改进原来数据的结论? 本文认为，这可能因为杨文过于简单

地理解选择性偏差的影响，其处理方式未能准确估计选择性偏差及其

影响。标准的统计方法教科书对于数据偏误通常区分为两类:随机误
差和系统误差。但在误差数据的调整处理的实际过程中，我们应该考
虑的是另外两种误差分类。一种区分是可观测的偏差与无法观测的偏
差。可观测偏差是我们可以准确估计并能够进行纠正处理的偏差，比
如我们所收集的抽样调查数据通常存在年龄和性别偏差(年龄大的人

和女性比例过高)，而其他信息(人口统计资料)提供了人口的实际性

别比例和年龄分布，这种情况下，我们可以准确估计偏差的程度并用已

获知的性别比例和年龄分布对数据进行调整处理，从而消除偏差。无
法观测的偏差是我们无法准确估计并纠正处理的偏差，比如我们猜测

调查数据中企业主、领导干部或流动人口的比例过低，但是我们又无法
获知这些人在总人口中的实际比例，也就无法去纠正偏误。另一种误
差区分是有关联的偏差与无关联的偏差。有关联偏差是会对研究结论
产生影响的偏差，无关联偏差是对研究结论不会产生影响的偏差。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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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际的研究工作中，我们需要考查并加以纠正的是有关联的偏差，而无

关联的偏差则可以忽略。标准的定量研究的文章都会提供相关变量的
描述性统计表，它提供了相关变量的比例分布或均值及标准差。研究
人员通过这个统计表，对是否存在关联性偏差以及有多大程度的偏差

做出基本判断，并估计这些偏差是否可能对研究结论产生影响，或者这

一数据是否适用于做此类研究。
杨文未能认真考虑上述偏差的性质区分，它只是通过匹配样本与

未匹配样本的初步对比分析来估计偏差，并根据原数据(2005 年 1%抽
样调查数据)所能提供的信息，选择“子女的性别、户口身份、年龄、受
教育程度、是否流动和婚姻”这 6 个变量的比例调整来解决偏差问题。
这 6 个方面的偏差是可观测的偏差，但未必都是有关联的偏差，而某些
有关联的偏差可能未能包括在内。简单地对可观测误差进行调整，其
效果只是改进了数据在某些方面的代表性，而未必减少了关联性偏差

对研究结果的影响。同时，杨文在上述 6 个变量上对匹配数据进行调
整还有可能产生新的关联性偏差。
笔者在开始此项研究时，也关注了匹配数据的选择性偏差问题，而

且也曾经考虑过采用与杨文类似的方式解决偏差———完全基于原始数
据(2005 年 1%人口抽样数据)信息调整偏差，但发现这种方式在解决
此项研究的偏差上有很大的局限性，可能达不到预期效果。第一个局
限性是，原始数据无法提供某些重要变量的比例分布信息，从而无法估

计关联性偏差的程度，比如家庭背景变量(父亲的职业、户口、教育程
度和收入等)，家庭背景的样本分布会对研究结果产生极大影响，而杨

文采用的方式无法解决这个问题。第二个局限是，原始数据(2005 年
1%人口抽样数据)本身存在某些样本偏误(如性别、年龄和教育程
度)，如果我们仅根据原始数据相关信息去做调整处理，那么调整后的

数据还是存在偏误的数据。杨文把原始数据作为总体的完美代表，完
全基于原始数据信息进行偏差校正，这种方式不能有效地估计和校正

关联性偏差。出于上述考虑，笔者采用另一种策略考查匹配数据的样
本代表性和偏差程度。一是把考查的重点放在关联性偏差的评估上，
即对相关变量比例分布进行细致分析，二是参考其他数据信息，以弥补

原始数据缺失信息和样本偏误，从而更全面地估计关联性偏差。
李文把匹配数据相关变量的比例分布与原始数据、中国人民大学

的 CGSS全国抽样调查数据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 CGSS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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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抽样调查数据进行对比，①初步判断李文数据是否存在明显的关联

性偏差，是否需要对偏差进行调整，以及这个数据是否适用于这项研

究。对比的结果(详细内容参见李文)显示，李文数据在相关变量的分
布上较为合理，仅发现性别偏差明显，需要进行加权调整处理，因原始

数据的性别比例也有偏差，李文数据是根据 2000 年人口普查数据的相
同出生年代的人的性别比例进行加权。四种数据比较虽然不能完全否
定李文数据存在关联性偏差，但可以确定的是，李文数据没有显示明显

的关联性偏差，此数据可用于这项研究。
杨文未提供其调整后数据(加权数据和再抽样数据)的相关变量

的比例分布，我们无从估计杨文的数据调整(对可观测变量的调整)是

否有效地减少了关联性偏差，即是否有效地减少了对研究结果可能产

生影响的偏差。我们也无从判断，可观测变量的调整是否影响了相关
变量的原有比例分布，而导致关联性偏差加大或产生了新的关联性偏

差。杨文仅提供了重构数据(未调整的匹配数据)的相关变量比例分
布，其目的是想证明杨文的匹配数据比李文的匹配数据的质量更高，因

为杨文的样本数据更大和匹配程序更严谨。杨文提出两个数据的分布
比例有下述几个差异。一是性别比例，这一差异应该不明显，杨文数据
是 65%，李文数据是 63%，只不过相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表中所列的
是加权后性别比例 51. 5% (李文对此有专门说明)。二是少数民族比
例，李文数据的比例为 10. 1%，杨文数据为 12. 6%，原始数据的比例为
10. 4%，李文数据更具有代表性。三是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，李文数据
是 19%，杨文为 12. 1%，原始数据的比例为 13. 1%，社科院 CGSS 数据
是 17. 8%，人大 CGSS 数据是 27. 5% (此数据的比例明显过高)，各数
据比例差异较大，很难直接判断哪一个更具有代表性。不过，统计数据
显示，2005 年我国的大学毛入学率为 21%，因此很可能李文数据比例
比杨文数据更接近实际比例。另外几个差异涉及父亲职业和户口等相
关比例，参考两个 CGSS 数据的分布情况，李文数据似乎更接近于实际
分布。相关比例分布的对比，未显示出杨文数据比李文数据更具有代
表性或更加可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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① 人大和社科院 CGSS数据提供了家庭背景(父亲职业、教育程度、户口等)相关变量的比
例分布。四种数据相关变量分布的数据表原来包括在李文的原稿中，后因《社会学研
究》的版面问题把此表省略，其内容以文字方式表述。



上述分析说明，杨文仅根据原始数据信息所做的可观测偏差的调

整，未能有效地解决李文的选择性偏差问题，从而不能实证李文数据是

否存在关联性的选择性偏差以及这些偏差对研究结论的影响。

四、回应总结

杨文针对李文提出的两个商榷意见都没有得到数据分析的支持，

相反，杨文的数据更有力地支持了李文的主要结论，说明杨文所提及的

选择性偏差并未对李文的结论产生明显影响。同时，杨文数据与李文
数据的样本分布和分析结果的对比，表明因匹配程序不同而导致的样

本数量差异并未影响李文数据的代表性和可靠性。尽管杨文针对李文
提出的商榷不能得到证实，但是，杨文提出的问题还是有意义的。选择
性偏差不仅存在于匹配数据中而且也存在于其他类型的数据中，数据

分析的研究人员需要对这一问题加以关注。杨文提出了解决选择性偏
差的一种思路，这一思路的大方向是对的，虽然采用的具体方法未能对

李文可能存在的选择性偏差进行有效评估，但杨文对这一问题的深入

探讨是极有价值的。感谢杨文的两位作者对笔者的研究进行再检验，
通过他们的再检验分析，笔者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得以提高，在与他们的

分析讨论中也有极大获益;笔者虚心接受两位作者对于数据匹配的技

术问题的批评，在以后的研究中以更严谨的态度来改进匹配程序。两
位作者对于学术研究的精益求精的态度令人钦佩。最后，笔者也欢迎
学术同仁继续批评和讨论。

作者单位: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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